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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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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希 亮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 “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

满以来，维护 “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

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

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

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 “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

煽起 “军国热”和 “排外热”，加之 “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
“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日本侵华国策　协调派　扩大派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

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① 日本学界也有 “十

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② 但是，同样

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 “协调派”和 “扩大派”的纷争上，③ 片面强调 “协调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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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蒋立峰、汤重
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
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鹤见俊辅： 《!时期の日本精神史》， 东京： 岩波书店， １９８２年； 古屋哲夫编： 《日中!史研
究》， 东京： 吉川弘文馆， １９８４年； 江口圭一： 《十五年!小史》， 东京： 青木书店， １９８６年； 江口
圭一： 《十五年!の开幕》， 东京： 小馆， １９８８年； 西村成雄： 《中近代史の重构建及び “抗日十
五年!”》， 《"史科》 １９８５年第１０２期。

在日本，“协调派”又被称作 “温和派”或 “不扩大派”，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纠纷，但并不放弃
武力后盾。“扩大派”又称 “强硬派”，指驻外军队和军部。在日本，“协调派”往往指以币原为代表的
外交人员，但当时就遭到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抨击。与之相反，田中外交被视为 “强硬外交”，田中义一
内阁期间，出兵山东，制造山东惨案，召开东方会议，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满蒙问题。国内学界对此
多有研究，可参见沈予 《日本大陆政策史：１８６８—１９４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宋
志勇、田庆立 《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胡德坤 《中国抗战与日本



“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 “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
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 “独走论”和 “偶发说”。

如日本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 《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１年９月，

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
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① ２０１０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 《日方
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
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
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９月１９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

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②

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
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 （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

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
动武力 （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８０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 《读卖新
闻》２００５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３４．２％，另有

３３．９％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③ 因此，在探讨战争
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 “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
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④ 落入 “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

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
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 “并非好战”、 “没有领
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
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
府最初确实出台了 “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
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

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
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 “协调
派”与 “扩大派”的内在异同，揭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化的历史过程，评
析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及自下而上的 “国家改造”运动的作用力，以及 “财阀转向”、
“军财一体”的影响力等，进而剖析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逐步完备的诸多因素，并从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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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的演变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９期）；沈予、谢雪桥 《“田中外交”的对华政
策》（《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郎维诚 《币原外交及其特点》（《日本学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文
春美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原因分析》（《史学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等。

①　藤冈信胜等编： 《新しい"史教科书》， 东京： 扶桑社， ２００５年， 第１９６页。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日方报告书》 （内部版），２０１０年，第

２３８、２３９页。

参见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郑钧、范菲
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２８页。

参见步平：《我读 〈检证战争责任〉》，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
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１７页。



侧面透视 “独走论”和 “偶发说”的历史失真。①

二、日本决策层的满蒙因素决定论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在奉天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后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
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关东军 “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 “此
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② 满铁调查人员当时的记录也提及，“作为冲突的原因，支那兵
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由于 （关东）军方严格保密，欠缺明确”。③ 可见，日本当局完全清楚发
动事件的元凶。次日上午，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会前，若槻首相特意询问陆相南次郎
道：“关东军此次针对暴戾的支那军的行动，的确是为了自卫吗？你相信吗？”会议期间，币原
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 “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了 “维持现状，

不扩大的方针”。④ 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电，先是肯定 “关东军的
决定和处置”，并指出，“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宜遵
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⑤

９月１９日，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
施肇基也将此事报告给国联，并分别向 《非战公约》各签字国发出通告，请求国联 “主持公
道”。同日，在国联第６５次理事会上，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宣读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之声明
书，“请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 ‘地方事件’”。９月２１日，中国政府代表又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
会，请求国联 “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⑥ 为此，芳泽谦吉在发给币
原喜重郎的极密电报中不无忧虑地报告： “如果理事会依据 （盟约）第１１条采取的措施有效
……我方不仅无法阻止其通过，而且如若不服从其裁决，将依据第１６条规定予以制裁……或许
有的国家与我断交……将使我之立场愈发困难，军事占领长期持续的结果，不仅难以达到增加
权益之目的，相反有招来削减之虞，诚希望尽早收拾时局。”⑦ 包括日驻华各领事馆与外务省之
间，以及日本代表在国联会议的 “表态”等大量函电都发出了类似信号。日本政府似乎不希望
事态扩大。如果拘泥于这些函电或档案资料，自然会得出日本政府及外交机关与关东军和军部
行同陌路的结论。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为什么 “无力”约束军部和驻外军队？日本外交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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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政策是连续性的，不赞同 “独走论”与 “偶发说”，除前引的论
著外，举凡有关日本侵华史、大陆政策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专著或论文，几乎都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
连续性，其成果之多，恕不一一列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北京的一次中日学者研讨会上，双方还因此
进行过一次较激烈的争辩 （参加的日本学者均是对华友好、坚持日本侵略战争说的学者）。但从日本侵
华国策趋同的视角，解析日本为什么一面抛出 “不扩大方针”，一面又连续走向扩大战争的研究成果尚
显不足。

参见林久治郎： 《涞洲事#と奉天$领事———林久治郎遗稿》， 东京： 原书房， １９７８年， 第１１７页。
芳井研一解说： 《涞洲事#日誌记录》 第１册， 东京： 不二出版， ２００９年， 第９页。
《涞洲事#机密作!日誌》， %叶正夫等编： 《太平洋!への道》 （别·资料编）， 东京： 朝日新闻
社， １９６３年， 第１１４、 １１５页。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官方文书一律称中国为 “支那”，为保持原貌，

以下原文引用。
《电第十五吖$长&军司令官宛》， %叶正夫等编： 《太平洋!への道》 （别·资料编）， 第１１５页。

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一八七一年同治订约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８卷，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１—２４３页。
《芳’谦吉致币原喜重郎电文》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３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Ｂ０２０３０３５８３００，日本立公文书馆葳。 以下同类档案之所藏地，不再注明。



为什么很快转变方针，转而迎合军部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以致最后抛出对中国、对国际社会
强硬的 “焦土外交”方针？其要因之一是 “满蒙因素决定论”，即维护和扩大 “满蒙权益”不仅
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

向以 “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 “软弱外交”、 “迎合外
交”。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４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上公然提出 “满蒙生命线论”，他说：“满蒙
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
冈质疑 （滨口）内阁 “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 “绝对无为
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 “外交经济化”。

他认为，外交方针应该致力于 “如何使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徒然发出高亢的声音，引起外国
的注意，是不能实现有益的目的”，① 指出 “关于满洲的铁路问题，数年来未能解决，政府依据
历来的方针正致力适当调整之……我们并非无视民国的正当立场，但危及我满铁利益的计谋不
可能轻易得以实现”。② 可见，币原并非反对松冈的 “生命线论”，只是主张在国家经济利益上充
分获益，在维护日本的满蒙权益方面不作半点让步， “这便是币原外交的底线”。③ 在最终目的
上，币原外交与其他所谓的 “强硬外交”没有本质区别。④

接替因遇刺重伤的滨口雄幸出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１９３１年７月在出席民政党北海道东北
大会的讲演中再次强调要维护满蒙权益，鼓吹：“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
奋然崛起！”⑤ 可见，“满蒙因素”被认为是日本的 “生存防卫线”，是日本决策层考虑对外政策
的首要因素，是任何场合或变故都绝不松动的战略抉择。正如日本著名学者西村成雄的分析，
“其对中国的根基正是 ‘满蒙分离论’和 ‘向中国扩充统治论’，前者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建立
‘满洲国’的因素固定在日本外交上，后者则被作为否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政府合法性的重
要因素而被继承下来”。⑥

正因为 “满蒙因素”所致，早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奉军大将郭松龄倒戈，兵逼奉天时，日本驻奉
天总领事吉田茂立即电请政府出兵援张，关东军随即出兵挡住郭军锋芒，救了张作霖，目的自
然是为了扶持亲日的奉系军阀，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１９２８年吉田茂转任之际，向外
务省提交一份 《对满政策私见》，强调 “满蒙是我民族发展的适生之地，开放满蒙乃是我财界恢
复繁荣之基础”，建议 “不敢说将东三省收为我有，但实质上必须置于我指导之下，如同英国对
埃及那样，取得同样的治绩，尤其在交通和财政等方面，张 （作霖）政府必须倾听和尊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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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第５９回帝 议仝 众议院议事速记录》， ア ジ ア "史资料 セ ン タ －： レ ファレ ン ス コ － ド，

Ａ０７０５００２５３００。
《第５９回帝 议仝 众议院议事速记录》， ア ジ ア "史资料 セ ン タ －： レ ファレ ン ス コ － ド，

Ａ０７０５００２５１００。

参见马场伸也： 《涞洲事#への道》， 东京： 中公新书， １９７２年， 第１４４、 １４５页。

参见绪方贞子： 《涞洲事#と政策の形成过程》， 东京： 原书房， １９６６年， 第２２、 ２３页。

参见粟屋宪太郎： 《昭和の政》， 东京： 小馆， １９８９年， 第２６４页。

西村成雄：《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体制下的中国和日本》，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台北：

稻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页。另有许多日本学者与西村先生的意见一致，认为中日关系中的 “满洲
因素”是决定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如井上清、 卫藤沈吉的 《日中!と日中(》 （东京： 原
书房， １９８８年）， 角田顺的 《涞洲问题と防方针》 （东京： 原书房， １９６７年）， 江口圭一的 《山东出
兵·涞洲事问题》 （东京： 东洋泾新报社， １９７２年）， 波多野澄雄的 《日本陆军的)中认识》 （东
京： 原书房， １９８８年）， 绪方贞子的 《涞洲事#と政策の形成过程》 等，都指出满蒙因素对于日本决策
的 “决定性影响”。



的要求，采取充分之措施”。①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提交一份 《关于我国在

满蒙权益的意义》，称：“我在满蒙的权益除物资、经济上的利益外，还包括日本同满蒙的唇齿

相依关系，换言之，对我国生存具有重大关系，因此，必须对满蒙予以深刻关注。更重要的是

政治利益，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国对支那全土利益之所在。”② 可见，维护和扩大所谓的满蒙

权益，不仅是军部势力追逐的目标，也是日本政府战略抉择的重要砝码。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推出 “不扩大方针”，代表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也反复

强调贯彻此方针，但在国联会议以及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交涉中，却完全变了样。９月２３日，

国联发出通告，要求 “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中日代表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适当解决

手段”。币原喜重郎接到通告后，立即电告芳泽谦吉代表日本作如下回答：“我国军队的行动只

限于保护铁路和侨民的安全”，“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

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不属于军事占领”。③ 翌日，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强调日军发动

九一八事变属于 “正当权益”。不难看出，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 “不扩大方针”，但事实上并

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这表明日本的外交政

策已经从表面的 “协调外交”实际转型到追随军部及驻外军队的 “追随外交”。在 “满蒙权益”

问题上，他们的目标与军部及关东军别无二致。

１９３２年１月，若槻内阁在军部、舆论界以及反对党的抨击下宣布总辞职，政友会总裁犬养

毅上台组阁，外电纷纷评论或预测犬养内阁处理满蒙问题的态度。据日本驻各地公领使馆的汇

总报告，美国媒体认为，“新内阁的满洲政策，正像犬养首相声明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变化，肯定

要求张 （学良）军撤出锦州，中国政府也不会抵抗日本的攻势，并逐渐顺从日本的要求，其结

果，满洲事件将成为变更支配者的舞台”；苏联在哈尔滨的媒体报道， “政友会内阁的出现，将

加剧远东军事事态的频发”，“今后，日本对满蒙政策将更加积极”，“荒木 （贞夫）出任陆相带

有特别的意义，一旦日本经略满洲成功，其势力将伸向苏联疆域”；法国媒体报道，日本新内阁
“受到军部及积极发展论者的拥护，他们将更加顽固地支持日本在满洲的立场，其处理中日纠纷

的态度也会比前内阁更加坚决”。④

事态正像外电预测的那样发展。犬养内阁以原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为外相 （初由犬养毅兼

任外相），对华强硬派森恪为内阁书记长，陆军中将荒木贞夫为陆相，参谋总长也换下 “对推进

满洲事变不甚热中”的金谷范三，改由皇族载仁亲王接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则出任参

谋次长。荒木与真崎二人是日本法西斯激进派军人 （皇道派）推崇的对象。 “从内阁的构成看，

犬养内阁比前内阁更接近军部，以积极态度应对满洲事变，与军部和关东军更是同调”。⑤ 犬养

上任伊始，就满蒙权益问题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

的拥护，此乃我国策之基础……今后仍有发生几多波澜的可能，眼下，我国军将士为实现安定

此根基之大目的，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对此，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

意”。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在讲演中也表示，“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有百万居留民，有租借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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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毅内阁成立及施政(》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４日から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Ｂ０２０３１３２０３００。

参见江口圭一： 《十五年!の开幕》， 第１３３、 １３４页。



路、煤矿以及条约和契约享有的重要权益，然而，近年来支那政府蔑视历史，蹂躏我方依据条
约和契约享有的权益……使我国的权利利益陷于危机”， “９月１８日夜，又突发爆破铁路事件，

酿成日支冲突事态，以至使满洲的政情为之一变”。①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贵族院还通过
一纸 《感谢陆海军将士决议》，内称：“满洲事变以来，我帝国陆海军英勇奋战，膺惩暴虐的支
那军，大奏扫荡之功，保护了我同胞的生命财产，维护了我国之权益，贵族院对忠勇陆海军将
士之功勋表示诚挚的谢意。”②

在坚持满蒙权益问题上，犬养内阁比前任内阁更激进，因此该内阁成立伊始，就宣布承认
关东军对辽西 “匪贼”的讨伐权。接着，连续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齐齐哈尔、哈尔滨，撮
成伪满洲国，抵制李顿调查团，轰炸锦州等一系列事端，并在陆、海、外三相协议的 《支那问
题处理方针要纲》基础上，推出 《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明确表示： “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
权分离出来，在其统治支配地域，诱导其建立一实质性国家”， “当下主要由帝国维持满蒙之治
安”，“为扩大和恢复帝国在满蒙之权益，今后以新国家为 （交涉）对象”，“增加驻满帝国军队
及必要的海军设施，不允许新国家存在正规陆军”。阁议还决定，新国家 “建国最迟定为３月１２
日”。③ 另有史料披露，犬养上台伊始，曾秘密派遣亲信萱野长知与中国高层接触，计划在东北
成立 “日中合并的经济中心行政机关”，“宗主权在国民政府名下，中国取其名，日本务其实”。④

这一构想无疑是独占中国东北的翻版，当然被中国政府拒绝，却也反映出 “满蒙因素”在犬养
内阁施政策略中的位置。几十年后，犬养毅的曾外孙女、国际政治学学者绪方贞子评议说，犬
养毅其实 “并不反对行使武力维持和扩大日本 （在满蒙）的权益，只是考虑到不能缺少中国人
的协助，所以反对背离中国人的那些粗暴轻率行动”。⑤ 然而，日本激进的法西斯军人及社会右
翼势力仍不满足，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策划了刺杀犬养的 “五一五事件”。从此，法西斯军人政权
开始直接操纵国家机器，日本的政党内阁宣布终结。

犬养毅后，海军大将斋藤实出面组建举国一致内阁，以强硬派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１９３２
年８月２５日，在国会临时会议上，内田康哉公然宣称： “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正大光
明，毫不羞耻，正像森恪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对于满洲 （国）问题，不是单纯承认就完事大吉
了’，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坚持主张，一步也不能退让，我们必须树
立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可畏惧的！”⑥ 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抛出的著名的 “焦土外交”

政策。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日本决策层推出强硬派松冈洋右出任国联全权代
表。据松冈事后回忆，当时曾接到数万封国民来信，其中９９％以上都是激励他退出国联的话语，

而反对退出国联的 “只有一二封”。在国联会议上，松冈以强硬的姿态表达了朝野上下的意志，

便率团离席而去，宣布退出国联。一时间，松冈被视为日本的 “英雄”，就连有日共背景的 《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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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蒙问题,理方针要纲》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阁议通过）， %叶正夫等编： 《太平洋!への道》 （别
·资料编）， 第１７２、 １７３页。

参见户川猹佐武： 《犬养毅と青年校》， 东京： 讲谈社， １９８２年， 第３０１页。
绪方贞子： 《涞洲事#と政策の形成过程》， 第２３３页。 绪方贞子的祖父芳泽谦吉，为犬养的女婿，曾
任犬养内阁外相。
《第６３回帝议仝 （临时） 众议院议事录》，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Ａ０７０５００２７３００。



人公论》，也把松冈誉为 “征讨国联的桃太郎”。① 这样，日本外交又从 “追随外交”转向强硬外
交，完全与军部同调。

三、军权膨胀与 “军国热”狂潮

１９３０年３月伦敦裁军条约签字前后，围绕 “统帅权”问题，日本军部和社会右翼势力掀起
一场轩然大波。早在伦敦谈判进行之时，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就动用 “帷幄上奏”权，在给
昭和天皇的 《上奏文》中强调日本海军提出的兵力及舰艇比率是 “帝国自卫必需的最小限度”，

指责美国的提案 “包藏着让帝国海军作战时出现重大缺欠的内容”， “实质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
率低下，如果协定成立，基于大正１２年 （１９２３）陛下裁定的国防方针而制定的作战计划势必发
生重大变更，务须慎重审议”。②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９日，加藤又专程拜访滨口首相，强烈反对签署
伦敦裁军条约，指出 “决定兵力数量之事，乃统帅权独立之立国根本……如果政府专断决定，

事态重大”。③ 其后，加藤及军令部次官、海军省大臣、海军省次官等头面人物频频出面，邀见
各方，争取到陆军的支持，联络一气抵制裁军条约。４月２１日，内阁召开第５８次议会，由于加
藤等人的事先运筹，签署裁军条约上升到 “统帅权”问题，引起国会的纷争。海军大臣安保清
种坚持，“作为海军大臣的立场……国防上只有具备必要的兵力，才有可能安全”，“由于条约的
限制，要缓和各种影响，需要采取各种对策”，“国防上必要的兵力骨干也需要进一步整备”。陆
军大臣宇垣一成强调，“陆军的军备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帝国的荣光和国民的福利，西伯利亚、

满洲、扬子江沿岸都是陆军兵力投入之地域，如果 （这些地域）有假想敌……诸位所说的减少
陆军和缩减军费等语，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和调查”。④ 也有些议员站在与军部相反的立场，认
为裁军条约 “有利于减轻国民的负担”，“（伦敦）谈判是成功的”，指责海军的 “统帅权”之说
是企图建立 “独立国家机关”等。⑤ 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也认为，“制定陆海军编制，确定大体
的势 （军）力程度，属于国家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的事情，只有内阁才能担负辅弼之任，不是
帷幄大权能够决定的事情”。⑥

裁军条约签字后，军令部发起更大攻势，推出题为 《政府决定发布回训之处置涉及影响统
帅权》的质疑文件，强调 “帷幄大权专由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辅翼，国务大臣应在辅
弼之外”，“问题在于，作为主管大臣的外务大臣超越海军大臣及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职责……

内阁总理大臣不计海军军令部长明确的反对意见，未经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就擅自发布回训

·２１１·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户川猹佐武： 《近卫文-と重臣たち》， 东京： 讲谈社， １９８２年， 第４１、 ５２页； 桃太郎是日本神话
传说中智勇双全的少年勇士。
《加藤军令部长上奏文》 （１９２９年４月２日）， %叶正夫等编： 《太平洋戬への道》 （别·资料编），
第４７、 ４８页。
《ロンドン海军仝议一件 ／ 约批( ／ 日本の论と新闻论调》，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
レンスコ－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６０００。
《第５８回帝 仝 议议事录拚 萃第三吖 》， ア ジ ア "史资料 セ ン タ －： レ ファレ ン ス コ － 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８０００。
《第５８回帝 仝 议议事录拚 萃第一吖 》， ア ジ ア "史资料 セ ン タ －： レ ファレ ン ス コ － 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７９００。
《ロンドン海军仝议一件 ／ 约批( ／统帅*问题》，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
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７５００。



内容”。① 于是，围绕 “统帅权”问题，军政、司法乃至社会各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

海军大将有马良橘、黑井悌次郎、枥内曾次郎、中将板本一、佐藤铁三郎等人纠集成立一
个 “洋洋会”，展开反对裁军条约的运动，攻讦 “政府对全权代表所发回训，引发关联统帅权的
大问题，冒犯大权，世人议论哗然，海军内部愤慨至极”。② 海陆军少壮派军官趁机掀起 “维护
统帅权”运动，各社会右翼势力也积极配合，成立起诸如 “伦敦条约反对同盟”， “军缩问题同
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组织，喊出 “打倒软弱外交”，
“维护统帅权独立”、“坚决反对卖国的伦敦条约”等口号，③ 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１９３０
年１１月，右翼团体干员佐乡屋留雄行刺了滨口首相，滨口身负重伤，于次年死去。

刺杀滨口事件拉开了日本军权膨胀的序幕，④ 同时，也酿成暴力恐怖事件越发张狂的后果。

从１９３０年滨口雄幸被刺开始，到１９３２年 “五一五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势力打着 “国
家改造”、“清君侧”的旗号，频繁发动军事政变，疯狂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其目的，一是为了
策应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活动，炮制伪满洲国；二是否定议会和政党政治，彻底铲除 “异
己”，树立军人操纵的举国一致的法西斯军国政体。诸如１９３１年３月的 “三月事件”，同年１０月
的 “十月事件”，两事件的目标都试图发动暴力颠覆政府，建立军人政权。其他还有１９３２年初
刺杀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的 “血盟团事件”。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刺杀首相犬
养毅的 “五一五事件”以及 “神兵队事件”、“相泽事件”等。再后来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军人武
装叛乱，杀害三名大臣，重伤一名大臣的 “二二六事件”等。⑤

军事政变及恐怖主义活动推动了日本军事法西斯国家体制的进程，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后，

１９１３年废止的现役武官担任陆海相制度被恢复。从此，陆海军大臣由军部指派，对军部负责，

不但不受内阁控制，而且可以采取不指派人选，或辞职等手段要挟内阁，威胁内阁遵从军部的
指挥棒。结果，军部如同 “牵动国家庞大组织的牵引车，拉动着日本历史急转弯”。⑥

诚如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满洲事变绝不是关东军的发动或以下克上，而是整个陆军
政策实施的第一阶段”；⑦ “从历史上看，满洲事变是日本膨胀政策不断向大陆进出的显著一
例”；⑧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部严密的有组织有计划而发动的阴谋……此计划得到位居陆军省及
参谋本部要员的支持，并呼应他们的行动”，⑨ 九一八事变虽由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
谋发动，但绝非几个关东军军官的擅自 “谋略”。事变之后，军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９月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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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令部： 《回训ノ决定&布ニリ政府ノ执リタル,置ガ统帅*ニ及ボス影响》， 耖叶正夫等编：
《太平洋!への道》 （别·资料编）， 第５８、 ５９页。 这里的 “回训”指日本政府对伦敦会议日本全
权代表发出的指示。
《军缩仝议に(する洋洋仝の行动に(するの件》，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６１００。
《ロンドン海军仝议一件 ／ 约批( ／ 日本の论と新闻论调》，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
レンスコ－ド， Ｂ０４１２２５７６０００。

国内研究日本学学者蒋立峰、汤重南认为：“１９３０年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可以说拉开了军权取代政权
的序幕。”（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第２６７页）

参见高桥正卫： 《二·二六事件》， 东京： 中公新书， １９７２年， 第１１９—１３３页；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
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８４页；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
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２—１６６页。
大江志乃夫： 《日本の谋本部》， 东京： 中公新书， １９９１年， 第１５５页。
高桥正卫： 《二·二六事件》， 第１２４页。
绪方贞子： 《涞洲事#と政策の形成过程》， 第２９５页。
古川太郎： 《近代日本の大陆政策》， 东京： 东京书籍株式仝社， １９９１年， 第４９４页。



日，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惜冒犯 “统帅权”，命令第３９混成旅团越境支援关东军。明治

宪法规定，“日本陆海军部队没有天皇 （大元帅）命令，不得离开卫戍地或驻屯地一步，也不得

参与战斗行为”。① 但陆军大臣南次郎则认为，朝鲜驻军擅自越界是出于 “用兵计划”，“９月２１
日关东军向奉天移动，如果支那军乘机攻击其空虚，要出大事情，所以林司令官独断出兵满洲，

参谋总长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判断认为是适当的，并且上奏了天皇”。② 结果，内阁批准了越境部

队的 “预算”经费，等于肯定了朝鲜驻军擅自越境的合法性。包括后来的 “天津事件”、 “一·

二八事变”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军权膨胀的产物。

军权膨胀的岩浆一旦喷射，势难遏止。除了天皇行使 “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外，在

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可以将其压制。总揽 “统帅权”的昭和天皇又是什

么态度呢？

前文提及，林铣十郎无视 “统帅权”擅自派兵越境后，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立即通过 “帷

幄上奏”到天皇面前转圜，天皇表示，“未经阁议决定不能裁可出兵”。③ ９月２２日的内阁会议

上，阁议对派兵予以 “追认”。天皇虽然 “提醒”一句： “将来要充分注意”，④ 但还是下达了
“允许越境”、“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返

回东京汇报，天皇破例予以接见，还下发敕语盛赞关东军，内称： “满洲事变爆发系自卫之必

要，关东军官兵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征讨，尔来承受严寒，扫荡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

警备之任，或在嫩江齐齐哈尔，或在辽西锦州，抗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皇军威武宣扬

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等官兵宜继续坚忍自重，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朕信倚期待之。”１９３２
年９月８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转任侍从武官长，进宫面谒天皇，昭和天皇又下发敕语，称

赞：“卿之关东军司令官身在异域，神速应变，果断赴急，以寡克众，宣扬皇军之威信于中外。

朕今亲闻复命，更深嘉卿等勋绩及官兵之忠烈。”本庄繁感激涕零，发表声明称， “关东军建此

武勋，之所以受到天皇嘉勉之敕语，对后方支援的诸位不胜谢忱”。毋庸置疑，天皇敕语是对关

东军侵略行径的最大奖赏和最高评价，也一扫朝野上下对关东军的质疑。 “一·二八事变”后，

天皇又敕语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称 “卿之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异域恪尽精力，完成任

务，宣扬威武，敦睦国际信义，朕深嘉其劳苦”。⑤ 可见，天皇对军部采取的是纵容，甚至怂恿

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军权之所以迅速膨胀，以至一发不可收敛，还由明治国家军部的特殊地位决

定。军部作为天皇的 “辅佐”直属大元帅 （天皇）统帅，与立法权、行政权是平行关系，内阁

无权 “干犯统帅权”。不仅如此，军部还有两把尚方宝剑， “它可以独往独来，不但自身不受监

督，而且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权力。这两把尚方宝剑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权”。⑥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充分运用了这两把尚方宝剑。无论是关东军的先斩后奏，还是朝鲜驻军的

擅自越境，乃至挑起 “天津事件”、“一·二八事变”等，都通过 “帷幄上奏”或维护 “统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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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田夏光： 《天皇と勅语と昭和史》， 东京： 汐文社， １９８３年， 第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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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寅：《日本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４页。



的 “合法”手段摆平。与此同时，法西斯军人发动的 “国家改造”和 “国权扩张”运动交叉并
行，扫清了朝野上下的 “不合作势力”，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军权干预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态
势。军国一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国策迅速趋同的最重要因素。

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也在兴风作浪，助推军权膨胀。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在 《时局方针》

中强烈要求政府，“即时承认满国，承认后立即缔结保护条约，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同统制”。①

另据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内部文件披露，“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以来，为了进一步推进事变的进
展，反议会中心主义的意见越发强烈，打倒政党，膺惩财阀的声调高涨，国家主义团体以军事
性日本主义为立脚点，在天皇主义的旗帜下，标榜自己是日本劳苦大众的最忠良、最忠实的代
表”。② 其中，右翼巨头大川周明不仅身体力行恐怖暴力活动，而且组织徒众煽动民众，大造声
势，影响舆论，为军部的军事侵略行径张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大川周明为首的 “神武
会”，“在陆军部少壮派军官的支持下，以在乡军人青年团为骨干，在全国范围召开军事教育普
及讲演会，以期唤起舆论关注，收到了预期效果。大川与海军干部有密切关系，在他的推介下，

海军亦与在乡军人青年团结成同志关系。在陆海军军人同志的呼应下，日本全国范围的法西斯
运动展开……２月１２日在千叶市召开讲演会，以城市为中心弹劾政党，促进昭和维新。大日本
生产党津久井龙雄、伊地知义一、市原寿，拓殖大学教授石井野、早大高及工业学校教授高井
笃等人出席讲演”，“２月２５日，关东军少佐花谷正从满洲来京，拜会了大川，进行了种种商议。

预定３月１日在东拓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届时与花谷有交往的陆军少壮派军官也将出席”。③

军部法西斯与右翼势力结合，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诚如１９３２年３月日本内务
省警保局在文件中指出，“满洲的历史因缘煽动着日本国民的国家主义情绪”， “从某种意义上
说，（满洲事变）是国家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主义的最大原因”，“满蒙问题恐怕今后永远
是国家主义的水源地”。④ 而作为民众最大情报源的各新闻媒体则依据关东军提供的信息，频繁
发表社论和文章，“几乎所有的国民都被其蒙蔽，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是成功的”，总
之，“随着事变的扩大，（各报刊）充满了将事变正当化，歌颂关东军的奋战和胜利，煽动、污
蔑和憎恨中国以及敌视国联的内容”。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各界几乎异口同声地支持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掀起狂热的 “排外热”和 “军国热”。铺天盖地的 “军国美谈”

开始泛滥，民众纷纷踊跃捐款献物。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５日短短４个
月时间里，民众捐款达２１８３８５０日元，捐赠慰问袋１５３３４９５条，分别为整个日俄战争期间的２．４
倍和１．６３倍。⑤ 弘前高级中学３３８名学生联名向关东军发出 “感谢文”，并各自按上血手印，还
将平时积攒的零花钱掏出来凑成１５２．９日元 “义捐”给关东军，以表示 “对在满军人献身努力
的感谢激励之情”。⑥ 旭川市是日军第七师团所在地，九一八事变后该师团受命侵入东北。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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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 《特高月报》 （１９３２年３月分），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
ド， Ａ０４０１０４６７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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レンスコ－ド，Ａ０４０１０５０３０００。
江口圭一： 《十五年!の开幕》， 第１００、 １１５页。
第八师囵长西义一致陆军大臣南次郎电： 《连名血判に依る檄文及义捐金の件报告》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
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Ｃ０４０１１１０１３００。弘前是日军第八师团所在地，



旭川市当局和商工会所挑选６名女中学生、３名教师及市政府工作人员，组成 “满洲军北海道少

女慰问团”，赴日军侵略现场的东北慰问，“携带全北海道捐赠的慰问信和慰问品，披沥北海道

少女的衷心慰问之情”。① 广岛高中女学生到街头进行 “千人针”活动，然后寄给关东军，为他

们打气。② 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发布宣言，内称：“吾等不能坐视难局，自今全校学生崛起

结成爱国联合，众心协同戮力，开导民心，统一舆论，匡正国内一切矛盾，确立帝国国是……

唤醒邻国之迷梦，铲除满蒙葛藤之祸根……”③ 更有甚者，一个名叫井上千代子的年轻妻子为了

让丈夫毫无牵挂地上前线，竟然自刎身死，她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托您的福，一直关照

我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明天就要出征，（我）离开这个世界，您就没有任何牵挂，望您为了

国家努力地干，此乃我惟一所愿。”一时间，千代子自杀事件成为 “壮烈的军国美谈”。军方更

是抓住这一机会盛赞千代子的 “义举”，称她 “作为武人之妻不懈怠修养，内助之功显著”，并

向陆军各部队通报 “真相”，称此次事件是 “振奋普通国民精神的好教材”。④ 千代子的丈夫正是

数日后在抚顺制造 “平顶山惨案”的日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井上清一。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在整个列岛掀起 “军国热”的狂潮中，天皇皇室也作出了 “表率”。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７日，考虑到天气寒冷，皇室以皇后、皇太后的名义赏赐关东军 “丝绵”１６５１５人／份
（其中天津驻屯军１３００人／份），关东军收到赏赐后，致电对天皇及皇室的 “仁慈感激不尽”。⑤

日本全国掀起的军国热狂潮，一方面是军部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日

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另外，日本 “军财一体”体制的建立，也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

趋同密不可分。

四、“军财一体”的建立

１９１４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与亚洲国家日本无大关联，但是，日本政府及社

会各界却把这次大战称作 “大正天佑”，执意以英国同盟国的身份对德宣战，结果攫取了中国山

东和南洋诸岛的权利，财阀也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一战前，日本的纺织、造船、贸易、海运等

业的年利润率仅为１０％—３０％，而到一战结束后的１９１８年，航运业利润率竟高达１９１．６％，造

船业为１６６．６％，棉纺业为１１５．９％。⑥ 因此，日本财界将其称为 “大战景气”，尝到了对外扩张

带来巨大利益的甜头。不过，这种景气并没有持续长久。１９２３年９月１日，日本发生７．９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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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九一八事变后该师团加入出征东北的队列。

①　旭川市长田千春、 旭川北海道协调协仝仝长荒/0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函： 《涞洲军に)し慰
问少女派遣に(する件》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Ｃ０４０１１１０１９００。
讲谈社编辑行： 《昭和二日の全记录》 （２）， 东京： 讲谈社， １９９５年， 第３１４页。 “千人针”是日本
为亲人祝福祈祷的一种形式，即发动众人一针一线缝制物品 （战争时期主要是太阳旗）送给前线官兵。
《京都帝大全侉生宣言书》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３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
ド， Ｃ０５０２１８９９０００。

参见宪兵司令官外山豊遴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报告： 《现役校夫人自杀の件报告》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
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Ｃ０４０１１１０４６００。

参见 《涞洲事#出动の军人军へ绵下赐の件》，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Ｃ０４０１１１１８１００。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６４９页。



东大地震，除二三十万人伤亡外，财产损失总额达６０亿日元之多，给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更严

重的是，受１９２９年西方经济危机冲击，日本又出现严峻的经济危机，日本史称 “昭和恐慌”。

犬养内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在国会演说时也不得不承认，“与前届内阁的预测恰恰相反，财界

的不景气越发深刻，物价即将跌落到何种程度，无人可以揣测，产业的低迷已达到极限，社会

思想方面呈现出值得忧虑的现象，并导致公共课税及租税负担的实质性加重”。① 据有关史料记

载，如果以１９２８年国民总收入为１００％，那么，从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分别为１０４％、８４％、８０％、

８６％；以１９３４年的物价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分别是９５％、９２％、７６％、６４％、

７１％；以 １９３４ 年的米价为 １００％，从 １９２８—１９３２ 年则分别为 ８１％、７６％、４８％、４８％、

５６％，②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在 “昭和恐慌”影响下，日本垄断财阀的盈利能力大为削弱，以

１９３１年为例，三井、三菱、住友三大银行分别亏损１２３０万、６７０万和１３８万日元。③ 为摆脱经

济危机冲击，各垄断财阀希望议会体制的政党内阁能够制定并实施振兴经济的政策，帮助他们

走出困境，因此 “对各政党派别不偏不倚，任何内阁只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对产业振兴政策

起到指导性作用，他们就欢迎”。④ 所以，从表象上看，九一八事变前的财阀似乎与政界走得更

近一些，而与军部格格不入。

然而，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种格局，特别是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势力发动的一系列恐怖暗杀

活动，使财阀们清醒地意识到，继续追随政党内阁已经没有出路。更严重的是，财阀们还随时

面临恐怖活动的威胁。１９３２年２月９日，若槻内阁大藏相井上准之助被 “血盟团”成员暗杀，３
月５日，三井财阀最高领导人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也倒在同一个右翼团体成员的枪口下。财

界人物为什么会成为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团体的攻击对象？这可从这些右翼团体的纲领或声明中

看出端倪。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在 《纲领》中主张，“彻底改变亡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打倒

私利的金融资本家”。犬养内阁成立后，该党发表声明，抨击 “民政党内阁因滔天的积恶崩溃，

犬养内阁出现，本质上依然是金融大财阀的走狗，不过是以三井内阁取代三菱内阁……罪恶不

遏的内阁使我国陷于亡国状态”。该党还提出 “根绝缺乏国体观念的政治家”，“打破金融寡头专

制政治”等口号。⑤ “血盟团事件”的被告在法庭上 “异口同声”为恐怖活动辩解，指责 “政党

财阀及特权阶层相互勾结，谋图私利，置国利民福于不顾，腐败堕落至极”，“为政者贻误国策，

内政外交失败，特别是不顾农村之凋敝，使农村陷于频死之状态”， “帝国议会是堕落政治家图

谋权利，离德背义议员之乱斗场……为了私利无视国家之利害，为挫败政敌蹂躏国家的名誉信

用”。“五一五事件”制造者在自供犯罪动机时称，“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局势均陷于困顿之中，

政党、财阀及特权阶层相互勾结，紊乱国政，绝不能容忍坐视支配阶层的堕落，故采取非常之

手段，对支配阶层予以痛击，促其觉醒”，“更换以犬养为首班的内阁，树立军政府，以期刷新

政治，变革内阁制度，改废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⑥ “五一五事件”后，负责审判的陆海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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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６０回帝议仝ニ於ける大1大臣财政演说》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１日），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

ァレンスコ－ド， Ａ０８０７２２１１５００。

参见长幸男： 《昭和恐慌———日本ファシズム前夜》， 东京： 岩波书店， １９７３年， 第１１４、 １１５页。

参见中村政则： 《日本の恐慌》， 东京： 小馆， １９８９年， 第３１９页。
粟屋宪太郎： 《昭和の政》， 第３２４页。
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 《家社仝主义に(する调》 （１９３２年５月），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
レンスコ－ド， Ａ０４０１０５０３０００。
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 《家主义系不耠事件论告判决录》 （１９３５年４月），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

－：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Ａ０４０１０４８２２００。



事法庭）和司法机关联合公布 《五一五事件公表文》，在分析 “犯罪动机及目的”时称， “近年
来，我国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军事等所有方面出现困顿……不打破现状，

将有导致帝国毁灭之虞，困顿的根源在于政党、财阀与特权阶层勾结，只图私欲私利，轻视国
防，不思国利民福，腐败堕落，只有铲除此祸根，实现国家革新，才能建设真正的日本”。① 可
见，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眼中，财阀 “十恶不赦”，政党政治为财阀的走狗，财阀是民众贫困的
罪魁，理应铲除。

经济危机对日本社会下层的冲击更甚，尤其是农村凋敝衰败，农民生活痛苦不堪。１９３０年

７月１０日，崎玉县北足立郡的六个町村代表１２０余人涌上东京，分别向大藏、内务、农林省及
各政党党部的官员呈上陈述状，泣诉：“如今，我们农民处在是生？是死？是救援？还是杀掉我
们的十字路口上，这是一个浸透眼泪的苦难时代，流尽汗水种植的５０棵甘蓝，仅能买一盒 ‘敷
岛牌’香烟！没有一百把芜菁买不来一只桶！三贯蚕茧、三俵大麦仅售１０元，连肥料钱都换不
来，这究竟是为什么？”② 日本军人的主体来自下层社会，自然对这些苦难感受深刻。因此，当
日本法西斯势力打着 “为民请命”的幌子，力主铲除财阀，进而建立国家统制经济的军财体制，

扭转国势衰败的趋势时，能获得坚实的战争支持力量。

为缓和社会各界的反财阀情绪，摆脱恐怖活动的威胁，日本财阀 “展开了巧妙的后退作
战”。首先，三井合名常务理事池田成彬提出 “财阀改革”，③ 财阀家族退出经营领域，调整首脑
部成员，实行股份公开，并成立一个 “三井报恩会”，集资３０００万日元，用于 “军事献金”或
农村救济事业。紧接着，以三菱为代表的各家财阀也纷纷掀起 “军事献金”活动。这些 “军事
献金”多提供给军部使用，“如军人会馆建设费、海军参考馆建设费及防空普及费用等高达６０００
万元以上”。④ 各财阀还公开发行股票，积极筹措战争资金。三菱财阀为此特意发表 《三菱精神
纲领》，声称 “希望从此不再遭到富豪垄断利益的诽谤”。⑤ 言外之意是今后的经济活动要转移到
为 “国家利益”服务的轨道上。三井、三菱、住友财阀还相继投资入股满洲中央银行，为关东
军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注血输液。这样，财阀终于向军部靠拢，日本史称 “财阀转向”或
“向法西斯套近乎”。⑥

其实，军部的 “国权扩张”离不开财阀的鼎力支持，同样，财阀的 “海外腾飞”如果没有
军队的对外侵略开疆辟土，也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财阀与军部走到一起，实现
“军财一体”体制有其内在的必然性。⑦ 如日本的关西财团就曾公开表明 “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
市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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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枫元夫： 《震撼の昭和政治５０年》， 东京： 日新报道出版部， １９７５年３月， 第８４页。
长幸男： 《昭和恐慌———日本ファシズム前夜》， 第１２４、 １２５页。 “贯”为日本计量单位，１贯＝３．７５公
斤。俵：即草袋子。“芜菁”，日本称 “蕪”，系一种根菜。

池田成彬后来担任日本银行总裁、近卫内阁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等要职。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６５５页。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７４页。

原文 “ファツショへの2工作”，这里译作 “向法西斯套近乎”。参见粟屋宪太郎： 《昭和の政》， 第

３２５页。

日本称 “军财抱合”，参见粟屋宪太郎： 《昭和の政》， 第３２４页。

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６５５页。



“军财一体”的结果是 “武力与资本的结合”，① 首获其利的是满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

满铁很 “知趣”地掏出１０万日元作为 “机密费”赠给关东军。② 《日满议定书》签字后，满铁完
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矿山、港湾等三大产业，以 “特殊会社”或 “准特殊会社”的形式垄断
着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必须确保满铁 （包括后来的 “满业”）的投资利
润率不得低于１３．６％，这样，仅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６年间，满铁最低利润收入就达１．９亿日元之
多。③ １９３５年，日本政府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从苏联买回北满铁路，交由满铁经营，满铁经营的
铁路线达１７３２．８多公里，资本金达４．４亿日元。④

１９３３年 《塘沽协定》签字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沆瀣一气，准备在华北建立 “第二满洲
国”，满铁也随着关东军指挥棒，开始向华北进军，当年就出台了 《华北经济工作调查要项》及
《设置华北经济工作调查机关案》，成立 “经济调查会”，其中有一个第六部，“全面参与关东军和
支那驻屯军的华北分离工作”，另外组成矿业、工业、铁路、港湾、经济等五个班 （外有一个总务
班），到七七事变前，调查地域包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汉口、秦皇岛、唐山、张家口、

芝罘 （烟台）以及北宁、津浦、平汉、胶济、泷海、正太等铁路沿线，除工农业等经济情报外，

对华北地区的金、铁、煤等２６种矿产，１５９座矿山进行了详尽调查，另外还对秦皇岛、天津、

龙口、芝罘、威海卫、青岛、连云港等七处港湾进行了调查。⑤ 无疑，满铁的 “经济调查”活动
为策划 “华北事变”，发动卢沟桥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对华北占领区实施资源掠夺起到了显而易
见的作用。七七事变后，满铁在天津成立 “北支事务局” （原称天津事务所），先后派出两万余
名满铁社员入关，协助日本军方 “接管”华北经济各业，其中，一些人还作为军部的 “嘱托”
（顾问），直接进入日军各军事管理机构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仅得授 “嘱托”衔的满铁社员就
达近百人之多，分别安插在日军参谋部、物种班、电信班、宣传部、天津特务机关，副官部、

医院、铁路监部、北宁铁路局等部门供职，还有些人充任 “公有财产没收委员”，⑥ 在军部的统
制经济政策下着手经营华北。满铁还在华北成立有 “兴中公司”和 “华北产业开发会社”等大
型垄断机构，为掠夺华北战争资源，聚敛战争资金，支撑侵略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由于满铁对东北产业的高度垄断，关东军担心其尾大不掉，对殖民统治和经济统制
政策构成障碍，于是，时已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亲自出面，包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
英机、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次长岸信介，都频繁与日产新兴财阀总裁鲇川义介接触，怂恿
该财阀进入东北。直接理由是日产财阀以大众资本为基础，在经营重化学工业方面颇有建树，

是军工业必须依赖的重要产业。此外，日产财阀总裁鲇川义介与军部相交甚密，尤其对九一八
事变后关东军推行的满洲开发五年计划饶有兴致，曾亲自到东北考察，提出 “一系列资源综合
开发”的建议，以及在东北建立汽车、飞机工业，实行 “一业一社主义”等主张，都深得关东
军首肯。⑦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日本内阁讨论通过关东军制定的 《满洲国重工业确立要纲》，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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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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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解学诗：《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第３５８页。

参见原田胜正： 《涞3》， 东京： 岩波书店， １９８１年， 第１６９页。

参见东北沦邛１４年史缏编室、 日本殖民地文化仝： 《涞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 东京： 小馆，

２００８年， 第２８０页。

参见原田胜正： 《涞3》， 第１６８、 １６９页。

参见小林英夫： 《涞3调查部》， 东京： 平凡社， ２００５年， 第１０８、 １１３、 １１４页。

参见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８８、８９页。

参见铃木隆史： 《日本帝主义と涞州》 （下）， 东京： 塙书房， １９９２年， 第２６９、 ２７０页。 关于 “满洲”

的称谓，日文资料中有 “满洲”或 “满州”，本文所引日文资料均尊重原著。



“以综合经营满洲国重工业为目的，设立强有力的会社”，“该会社由满洲国和 （日本）民间会社
各出资一半，日产预定资本金２．２５亿元，持股人数约５万人”，经营的产业包括 “钢铁业、轻金
属业、重工业 （汽车、飞机制造业）、煤炭业”以及 “金、铜、铅、铝等矿业的投资经营”。① 同
年１２月，日产财阀正式将总部迁到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垄断了除铁路以外的东北
轻重工业以及化工、制造、矿产业等。日产财阀从此处于成立以来的巅峰期，旗下的７７家企业
总资本金由原来的２．２５亿日元一跃增至６．２亿之多，原本不过是二三流的财阀，由于摸准了军
部的脉搏，竟然一跃而起，上升到仅次于三井和三菱的第三位大财阀集团。

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的海外扩张，为日本财阀摆脱危机、输出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三井、

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纷纷涌进东北和华北，除入股伪满中央银行外，还成立 “满洲拓殖会
社”，协助关东军推行日本移民侵略政策。在华北，各财阀积极派代表参与军部的殖民统治机构
“兴亚院”，并与军部共同组建和把持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控制华北
乃至华中的金融、钢铁、煤炭、制盐、棉花、矾土页岩、轻重化工各业，把持着这些地域的经
济命脉。仅以煤炭产业为例，除满铁经营的大同、下花园矿外，河北、山西、山东的数十家煤
矿被三井、三菱、大仓、明治、贝岛等五家财团分别垄断。② 这样，继东北沦陷后，华北不仅成
为日本全面侵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资源基地，而且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
争的重要财源地。

在 “财阀转向”的历史时刻，大藏省也主动站在军部一边，为扩大侵略战争出谋划策。日
本退出国联后，为解决战争经费问题，大藏省向全国发行公债，并由次官出面发表广播讲话，

动员国民认购公债，与官方同心同德。广播讲话称，“满洲问题与各国并无重大关系，但我国受
到诸外国的深重压迫，在此情况下不容乐观，必须意识到万一的场合，无论政府抑或民间，必
须协力一致，才能承受最坏的场合，以做万全之准备……值此前所未有的难局，期待国家基础
之安泰，国运的继续伸张”，“考虑退出国联后对我国际金融的影响……今后必须在国内发行公
债，故望国民以更坚强的决心，响应政府政策，对内发展产业，对外伸张贸易，增强国富，增
进国民所得，以涵养国民纳税能力，致力于恢复国库收支之均衡”， “我们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事
态必须有充分的觉悟，必须有应付万一的准备……举国一致，充实国力，以安圣心”。③ 此外，

各财阀更意识到大藏省的重要地位，纷纷将自己的代理人推进大藏省，诸如三井财阀的池田成
彬，安田财阀的结城丰太郎，住友财阀的八代则彦、小仓正恒，以及三菱财阀的串田万岁都一
度入阁，多担当军人内阁的大藏大臣，④ 在军部的统制下，政党、财阀、官僚顺从军部指挥棒的
举国一致体制终于形成。

“军财一体”体制的形成，无疑把国家、民间以及殖民地和占领区的财力集中到侵略战争之
上，既保障了侵略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军需物资，也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证。据不完全统计，战
争期间，仅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就为日本生产出占总量４０％的军舰和２０％的飞机。同时，各财
阀也因此大发战争横财。住友财阀干员、后来任企画院副总裁的小畑忠良曾一语道破 “天
机”：（事变爆发后）“因为战争的缘故，需求突然扩大起来，当然可以大赚特赚了。”１９３７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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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隆史： 《日本帝主义と涞州》 （下）， 第２７４、 ２７５页。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６５８页。
大1省次官4田の放送原稿： 《联盟退出後の我财政56と民の7悟》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 アジア"
史资料センタ－： 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Ａ０８０７２２１２５００。

参见木下半治： 《日本右翼の研究》， 东京： 现代评论社， １９７７年， 第１１１页。



前，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的资本金总额占全国的１０．４％，至１９４５年跃增到

２４．５％。①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对外扩张的欲望和本性，也是促使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的重

要因素之一。

五、结　　语

日本史学界往往把战争时期的决策层分为 “协调派”和 “扩大派”，得出的结论是 “扩大

派”发动侵略战争， “协调派”被迫追认，最后很不情愿地走向了战争。应该承认， “协调派”

与 “扩大派”之间见解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一旦 “扩大派”

独断专行，或者造成既成事实，“协调派”或者退阵，或者 “转向”，在所谓的 “国家利益”面

前，他们也就走到了一起，日本随之进入准战时、战时直至总力战的举国一致体制。更紧要的

是，所谓的 “协调派”都是忠于天皇，效忠 “大和民族”的政治人物，骨子里也是 “国益扩张

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哪怕从潜意识上有过放弃海外权益的意图。即使在日本民众中获有一定

同情的犬养毅在施政演说时也明确表示过， “值此之际，当恪尽职守，宁可粉身碎骨以报圣

恩”。②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他们未有一次制止住战争的脚步，也不可能拖住军

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战车。显然，一味着眼于事件的表象，拘泥于考证、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

两者 “分歧”，忽略决策层内在的共性，不可能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迅速趋同，正是 “协调派”与 “扩大派”表里一体化

的过程。１９３６年，日本外务省制定一份 《日本固有的外交指导原理纲领》，内称，“满洲事变是

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日本民族的膨胀发展是必然趋势，不可采取消极的退缩政策，

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③ 可见，这种对外扩张国策绝非仅仅是军部的 “独门法器”。这种表里一

体化的趋同，为自下而上狂躁的 “国家改造”运动提供了契机，是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法西

斯军国体制建立的起始点。换言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还是自下而上的 “国家改

造”，都成为敦促日本决策层趋同侵华国策的不可或缺的要因，显现了日本军政一体、军财一体

乃至军民一体的异变过程。④ 加之逼宫式的恐怖活动，权益攫取的既成事实，频繁的人事更迭等

因素，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已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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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７５、

７６页。
《第６０回帝 议仝 贵族院议事速记录》， ア ジ ア "史资料 セ ン タ －： レ ファレ ン ス コ － ド，

Ａ０７０５００２５５００。犬养毅曾支持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领导的辛亥革命，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又倒在右
翼恐怖运动的枪口下，在当今中日民众中享有一定声誉。但是，犬养内阁支持军部和关东军的侵略政
策，推进伪满洲国的成立也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固有の外交指导原理纲领》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アジア"史资料センタ－レファレンスコ－ド，

Ｂ０２０３００１３８００。

法西斯势力掀起 “国家改造”的同时，日本当局强化了对内的镇压。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田中内阁依据
修改后的 《治安维持法》，一次就逮捕１６００余名日共及其外围人员。九一八事变当年，警察当局颁令
解散日本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全日本无产阶级青年同盟会等进步团体，逮捕了１０４２２名日
共及进步人士。１９３２年逮捕１３９３８人，１９３３年为１４６２２人，呈逐年上升趋势，期间还制造了 “司法官
赤化事件”、“教员赤化事件”等一系列迫害进步反战人士的事件。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东京特高警察又破获
了日共中央组织机构，一部分日共领导人 “转向”，日共及进步团体的活动陷于低潮。可以说，日本当
局对内的残酷镇压也是导致 “军民一体”的要因之一。因篇幅关系，正文没有展开。



作为立宪君主的昭和天皇，同时罩有 “神国现人神”的光环，具有任何人不可僭越的统帅
大权。然而，面对关东军的 “独走”，朝鲜驻军的擅自越境，以及增兵东北、炮制伪满洲国、退
出国联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虽然有记载表明昭和天皇当时曾质疑，但事后均以立宪君主的身份
予以追认或裁可。昭和天皇对统帅权 “有时行使，有时不行使，由于失控导致大事变及侵略行
动，却多次不去处罚当事者，反而予以嘉奖，结果走向崩溃”。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和天皇是
促使决策层国策趋同的黏合剂。

此外，构成社会基础的日本民众阶层，在军部、政界、右翼团体、媒体等的综合作用下，

掀起远比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要狂热的 “军国热”和 “排外热”，以支持军部的行动，构成军
国政体的社会基础，也是不可忽略的要因。

一战以来，日本取得前所未有的 “大战景气”，但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
日本经济萧条，民怨沸腾，财阀赤字连年，急欲向海外寻求市场，九一八事变为他们再次提供
了良机。在利益驱动下，财阀一反原来与政界火热的常态，纷纷以 “军事献金”等各种形式讨
好军部，“顺乎自然”地完成了 “财阀转向”的过程。“军财一体”体制的确立，是由日本帝国
主义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本质所决定的。

〔作者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３〕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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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资料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秘密审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记录，明确指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
任，但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这份记录没有在法庭上公开。另：这里的所谓 “行使”系指处理
“二二六事件”及颁布 《终战诏书》。（参见色川大吉： 《昭和史と天皇》， 东京： 岩波书店， １９９１年， 第

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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